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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汉语教育史看，韩国的汉语教育起步较
早，历史悠久，还先后设立过专门的汉语讲授或翻
译机构如通文馆、司译院、承文院等，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14至 20 世纪的 600 多年
间，韩国先后经历了李氏王朝、日帝统治时期和大
韩民国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政治上的动荡自然
会影响到汉语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变化， 而这一时
期出现的大量汉语口语会话教材， 从李朝初期的
《老乞大》《朴通事》，到李朝末期的《华音启蒙》，再
到日帝统治时期的《中国语自通》，当代的《中国语
会话》等，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变化，成为研究
古今汉语、 韩语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真实可靠
的文献资料。
我们选择 14 至 20 世纪韩国汉语会话书为主
要研究对象，从世界汉语教育发展史的角度将韩国
的汉语教材分为四个阶段：李朝前期、李朝后期、日
帝统治时期、当代韩国时期。 然后分别从发展概况、
教材类型、编排体例、话题内容、语言特点等方面来
看 600 多年韩国汉语会话教材的嬗变，以揭示其在
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和汉语史研究价值。
一 14—20世纪韩国汉语教材发展概况
韩国很早之前就开始了汉语教育，到 1276 年，
高丽王朝设置了汉语讲授机构“通文馆”，进行专门
的汉语学习和教育。 然而，这时期的汉语教学，主要
使用中国的童蒙课本和经典汉籍作为教科书，如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以书面
语教学为主，并没有编写自己的专门教材。
李氏王朝（1392—1910 年）时期已经形成了比
较成熟的汉语教学体系， 进入汉语教学的全盛时
期。 李氏王朝通过科举考试（译学）选拔汉语人才，
国家外语教育机构“司译院”担任汉语教学，培养汉
语人才，不仅出现了一批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的译
学者，还出现了大量的汉语教材、工具书及参考书。
据统计，李氏王朝时期出现的各种译学书文献有 80
多种，其中司译院编撰的汉语教材主要分为以下几
类： 直解类如 《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孝经直解》
等；会话类如《老乞大》《朴通事》等；谚解类如《小学
谚解》《孟子谚解》《老乞大谚解》《华音启蒙谚解》
等；阅读类如《训世评话》《五伦全备》等；辞书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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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朴辑览》《译语类解》《华语类抄》《汉语抄》等；韵
书类如《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经
世正韵》《韵解》等；字书类如《训蒙字会》《新增类
合》《全韵玉篇》等。
以上汉语教材中，会话类教科书对后世的影响
颇大。 李朝初期主要沿用高丽末期的课本《老乞大》
和《朴通事》；16 世纪初，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完成
了两者的翻译本——《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
给原来的课文加了谚文注解和注音，成为后来汉学
书谚解的典范；17 世纪末，又出现了《老乞大谚解》
和《朴通事谚解》两种谚解本，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
汉语教材；到 18 世纪末期，仅仅有关《老乞大》《朴
通事》的谚解本就出现了 10 余种。 李朝末期，为了
及时反映汉语的发展变化，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汉
语口语会话教材及抄本。 如《华音启蒙》及《华音启
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骑着一匹》《中华正音》
《华音撮要》《关话略抄》《汉谈官话》等。
进入日帝统治时期，韩国的汉语会话书从内容
到体例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1911年朝鲜总督府
颁布第一次《朝鲜教育令》，以日语为官方语言，扼
杀了当时的民族语言教育，李朝时期鼎盛的汉语教
育也突然跌入低谷，甚至濒临绝迹，这时开设汉语
课的学校少得可怜［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汉语教
材一般是由私人出版社出版的，比较分散，给搜集
和整理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而且很多是手抄本，
其使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 目前看到的会话教材
主要是由韩国鲜文大学搜集整理的旧活字本 12 种
和抄本 3 种， 如 《汉语独学》（1911）、《华语教范》
（1915）、 《支那语集成 》 （1921）、 《中国语自通 》
（1929）等［2］。
1945 年韩国光复以后，又由于战争、政治等因
素，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当代韩国的汉语教育
始终处于低谷，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韩国经济
的发展，汉语教育重新步入正轨。 据韩国教育统计
中心网（http://std.kedi.re.kr/index.jsp）统计 ，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只有三所大学设立了中文系，20 世纪
80年代以前，也不过 10 所，但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便迅速发展起来，到 1990 年，设立中文系的大学就
达到了 60 所，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达到了近百
所，目前韩国学习汉语的各类人员达 100 万，汉语
教育走向了全面繁荣。 另据张敬(2013)统计，1945—
2000 年， 韩国出版的各类汉语教材达 600 余种 ［3］，
出版数量和种类的丰富性、内容的广泛性等方面都
是惊人的。
当代韩国的汉语教材中，大多数仍是综合性教
材， 但口语会话教材增长速度最快。 仅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短短 20 年的时间内出版的口语教材就达
百余种，如《实用中国语入门》（1965）、《标准中国语
会话》（1973）、《基本中国语会话》（1983）、《中国语
会话》（1996）、《汉语口语会话》（2000）等，以“会话”
为题的教材近 40种；另外，也有时文、阅读、听力、写
作等汉语分项学习教材， 如 《时事中国语》（1979）、
《中国古文选读》（1984）、《汉语阅读》（1996）、《实用
中国语作文》（1994）、《汉语新闻听力入门》（1997）
等；还有语音、语法、汉字等语言项目类学习教材，
如 《中国语虚词用例集 》（1980）、《中国语发音 》
（1982）等；还出现了大量的汉语辞书，如《新中国语
辞典》（1966）、《现代常用中国语辞典》（1988）、《中
国语学习辞典 》（1996）、《中国语动词用例词典 》
（1998）等；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讲解标点符号的著作
《标点符号用法》（1982）。 这些内容丰富多彩的教材
足以证明，20世纪后期韩国的汉语教育和研究都已
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二 14—20世纪韩国汉语会话书类型的嬗变
（一）李朝前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教材类型
成书于 14 世纪的《老乞大》和《朴通事》，是世
界汉语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以会话为主体的第二
语言教材，李朝前期韩国的汉语教材，主要以二者
及其各种谚解本为主。 从教材类型看，这些会话教
材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是世界汉语教育史上最早的口语教材
李朝以前的汉语教材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直接
使用中国的儒学经典著作或训蒙读物。 二是通事们
编写的词汇翻译手册。 这些教材以书面语为主，与
口语现实严重脱节。 《老乞大》首次实现了第二语言
教学从书面语到口语的转变，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
口语教材，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2.可自学，可教学，亦可用于考试，具有广泛的
使用基础
《老乞大》《朴通事》等教材最初由民间手抄编
写，然后由“官方”教育机构司译院整理并出版发
行， 又成为当时国家汉语能力考试的规定科目，用
于选拔译官的“科举”考试，从而奠定了其广泛的使
用基础，成为每一位汉语学习者的必读教材。
3.开创了以“会话”编排课文的新模式
这些教材的课文通篇采取了会话体的编排模
式 ，句子简短，多为一问一答 ，内容通俗易懂 ，有
些对话竟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汉语口语教材十分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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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创了实用的“谚解”形式
这种形式始于李朝著名语言学家崔世珍，即用
母语谚文给汉语原文加注读音、 翻译和必要的注
释。 “谚解”可以看作古老的外语教学法“翻译法”的
最早运用 ［4］，不但为第二语言教材的编写提供了范
例，也为自学提供了方便，有力地推进了当时的汉
语教学。
5.既有初级教材，又有中高级教材，教学针对性
较强
虽然李朝前期的汉语会话教材主要以《老乞
大》《朴通事》及其谚解本为主，但从汉语水平来说，
前者属于初级教材，以简单的对话形式讲述普通商
人的旅行和贸易；后者则属于中高级阶段的口语教
材,主要是针对往来中国的朝鲜通事编写的。
（二）李朝后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教材类型
从教材类型看，李朝后期韩国的汉语会话书与
前期教材的主要不同有以下几方面。
1. 大多数教材不是由司译院正式编写发行的，
而是民间手抄的自编教材
除《华音启蒙》及其谚解本外，其他的会话教材都
是民间自编的，《骑着一匹》《中华正音》等还有几个不
同的系列抄本，由于编写者的汉语水平有限，教材中
的俗字、借音字很多，有时甚至直接用谚文记音。
2.教材的性质大多为初级商务会话教材
《华音启蒙》及其谚解的性质仍是初级综合教
材，但主要是针对使臣们编写的，因此带有一定的
“公务”特点；其他会话教材则主要围绕“中朝商人
边境贸易”这个主题展开，涉及中朝小商人边境贸
易中有关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的话题。
3.教材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北方方言特征
朝鲜后期随着中朝边境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
手抄本会话书，使用的主体是中朝贸易往来的商人
和小生产者，以日常贸易活动口语为主，实用性的
特点使这些会话教材带有明显的北方方言特征。
（三）日帝统治时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教材类型
与李朝时期的会话教材相比，日帝统治时期汉
语会话书在教材类型方面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从性质类型看，多为综合型会话教材；从水平等级
看，多为初级教材；从教学方式看，则大多属于自修
类速成教材。
1.大都属于自修类教材
很多教材的标题直接冠以“自通”或“独学”，如
《汉语自通》《中国语自通》《满洲语自通》等；也有
些教材用副标题表明其自学性质，如《汉语指南》
的副标题为“修正独习”，《支那语集成》的副标题
为“自习完璧”，《中国语自通》的副标题为“无先生
速修”；《支那语大海》的作者则在例言中指明其“独
学”性质。
2.都是综合型汉语教材
与李朝时期《老乞大》《朴通事》等通篇以“会
话”为纲的教材不同，这些汉语会话书除了“会话”
部分外，还不同程度地安排了语音、词汇、语法等语
言知识的教学：在我们调查的 12 种汉语会话书中，
有 8 种都谈到了汉语语音知识，有 7 种涉及汉语语
法知识；《华语教范》更是以词类为纲，讲解了词的
用法。 这样不但提高了学习者的汉语会话技能，同
时也能提高其汉语知识水平。
3.多为初级会话教材
在实用主义教学意识下，要求学习者能在较短
的时间内提高汉语交际能力，所以教材的篇幅受到
限制，初级教材占了很大比重。 这些汉语会话书的
正文“对话”或“谈论”章一般在 40 课左右，《华语精
选》的副标题虽为“高等官话”，但正文也只有 55 课，
问答 40 章。 正文中的句子简短，内容实用，大多都
有谚文注音和翻译。
4.很多教材都带有速成的特点
有些会话书的副标题带有明显的“速成”烙印，
如“速修”《汉语大成》、“速修”《汉语自通》、“无先生
速修”《中国语自通》、“速修”《满洲语自通》、“内鲜
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等，《速修汉语自通》的作
者宋宪奭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该书的内容是一百天
就可以完成学习的。 这些速成教材的出现，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当代韩国汉语会话书的教材类型
韩国光复以后， 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汉语教材的出版速度和种类十分丰富，就汉语会话
书的类型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教材类型不断丰富
这一时期打破了之前以会话为主的教材模式，
教材类型日益丰富。 既有大量教程类教材，也有自
修类、讲座类、速成类、练习类以及辞书类等会话教
材，如《中国语自通》《中国语讲座》《中国语四周间》
《中国言语实习》《中国语会话册》等。
2.出现了很多专门目的性质的会话教材
从教材应用看，除了大量适应普通教育目的的
综合型会话教材，还出现了大学教材、旅游教材、口
语教材等一些专门目的教育的会话教材，适应了不
同汉语学习者的需要。 如《大学中国语会话》《大学
生活中国语》《贸易中国语》《观光中国语》等。
3.教材等级包括入门（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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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大量等级教材的出现，反映了当代韩国的汉语
教育已经形成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 如《实
用中国语入门》《综合中国语入门》《现代中国语：初
级篇》《基础中国语教本》《初级中国语》《中级中国
语》《实用中级中国语》《高级中国语》《高等中国语》
《中国语高级会话》等。
4.出版或翻译中国学者编写的汉语教材。
如崔溶澈编译《301句 中国语会话》、林
大根译《中国文化 中国语会话》、李在敦编
译《现代中国语》、闵星雅编译《北京中国语》等；或
者与中国学者合作编写教材， 如 《HOTEL 中国语》
《北京中国语》等。
总之，14—20 世纪韩国汉语会话教材性质类型
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材类型的
日益丰富。 李朝时期主要以商贸会话教材为主，日
帝统治时期主要是综合型教材，当代则是综合型教
材和专门型教材共同发展， 水平等级也日趋完善。
二是教学对象的不断扩大。 李朝前期的教学对象主
要是司译院和承文院的学生，以培养国家所需的通
事、使臣等“公务”人才和商贸人才，李朝后期出现
的会话抄本更适合从事中韩边境贸易的小商人，当
代则变为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相结合，满足了不同
阶层不同目的汉语学习者的需求。 三是教材结构类
型日趋丰富和科学。 李朝时期的会话教材主要是功
能型，通篇以会话展开教学，日帝统治时期则出现
了一些结构—功能型会话教材，当代韩国的会话教
材除功能型和结构型教材外，还有文化型教材等。
三 14—20 世纪韩国汉语会话书编排体例的
嬗变
（一）李朝前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体例编排
李朝前期汉语会话书《老乞大》和《朴通事》皆
有汉语本和谚解本两种。 汉语本《老乞大》和《朴通
事》均以对话形式编排课文，这种“会话”教学的理
念在当时的第二语言教学中是非常先进的。 前者对
话有 105 则， 整体上是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情节；
后者有 106 则，对话之间的连贯性较差，偶夹杂应
用文，篇幅亦略长。 虽然没有标注课文目次，但每则
对话之间已有了明显的“节次”意识。 这种会话体课
文教学的模式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19世纪以来， 海外的很多官话教材都采用了
这样的编排体例。
“谚解”开创了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新模式，在
世界汉语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谚解”本的
具体做法是：先将汉语原文分成较短的句子，然后
在汉字下面加注两种读音，《翻译老乞大》凡例的谚
音条，对读音的性质做了说明：“在左者，即通考所
制之字，在右者，今以汉音，依国俗撰字之法而做字
者。 ”一般认为，左边是正音，即韵书的传统读书音；
右边是俗音，即当时北方口语的读音 ［5］，最后在每句
之后用谚文进行翻译， 并添加了注释。 《老乞大谚
解》只有 2条注释，而《朴通事谚解》的注释则达 445
条，解释了一些汉语词汇和文化现象。
（二）李朝后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体例编排
李朝后期由司译院出版的《华音启蒙》及其谚
解本， 基本上沿用了朝鲜前期会话书的体例编排，
主要改变是：《华音启蒙》还另有序文和附录，卷尾
附有千字文、百家姓、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算数和
华音正俗变异等。 另外，《华音启蒙》省略左音，只有
俗音，没有声调标志［6］。 将汉语蒙学内容编排进来，
体现了编者汉语文化教学方面的倾向性。
其他会话抄本的编纂者大都来自民间，不再分
原本和谚解本。 教材大都没有序文，也没有凡例，开
篇即进入正文。 但继承了谚解的体例，正文中常用
谚文注音和翻译，不讲语法，更没有注释，在内容编
排或书写等方面都有较大的随意性。 具体来说，其
编写体例略有差异：一是既有汉语原文，又有逐字
谚文注音和整句谚文翻译的，如《你呢贵姓》《学清》、
阿川本《中华正音》、六堂本《骑着匹》《关话略抄》
等，这些教材基本继承了李朝前期“谚解”的编排体
例。 二是有汉语原文、逐字谚文注音和谚文词尾、助
词，但没有谚文翻译的，如《华音撮要》第一部分。 三
是只有汉语原文、 谚文词尾和助词的， 如藏书阁本
《骑着一匹》、顺天本《中华正音》等。 四是只有汉语本
的，如藏书阁本《中华正音》《华音撮要》第二部分等［7］。
值得注意的是，《你呢贵姓》前面也有“千字文”“百家
姓”“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算数”等内容，卷末排列
单词、俗语、成语、惯用语和一些典型例句，已有将
汉语文化和知识结合起来的教学意识。
（三）日帝统治时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体例编排
日帝统治时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编排体例与
李朝时期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时的会话教材已经开
始分篇编排课文，大多数都建立了“词语—短句—
会话—谈论”的模式，很好地体现了循序渐进、由易
到难的编排原则。
当然，这些汉语会话书的编排方式，也带有一
定的时代性和模仿性特征。 一是模仿《语言自迩集》
的编排方式。 比如《汉语指南》的“词语—散语之
部—会话之部”，《华语精选》的“词语—散语—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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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语集成》的“单话（词语）—散话—问答—谈论”，
《汉语大成》的“单话（词语）—会话（散语）—问答—
长话（谈论）”等，便直接使用了《语言自迩集》的编
排模式；而《中国语自通》的“词语—单话略解（散
语）—问答”，《汉语独学》的“单词—连语（问或答）—
连语（问答）—连语（会话）”，也只是做了稍微改变，
可见20 世纪早期韩国出现的一些汉语会话书可能
借鉴了《语言自迩集》一书。 二是模仿日本汉语官话
教材的编排方式。 特别是 20世纪 30年代出现的几
种会话书抄本，基本打破了《语言自迩集》式的教学
模式，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教学变成了正文中
重要的一部分，从单纯的话题型教材，演变为语言
知识、文化、练习等为一体的综合型教材。 这种编排
方式可能借鉴了同期日本汉语官话教材的做法。 如
《速修汉语自通》“‘支那音’ 读法—用法部—会话
部—问答部—附录名词”的编排，跟日本教材《清语
正规》有很大的相似性；《支那语大海》“会话入门—
社交会话—家庭会话—单语”的编排，则借鉴了《官
话急就篇》的做法；《满洲语自通》中，仍保留了日本
“唐话”教育时代“二字话”“三字话”直到“八字话”
的“长短话”教学模式等。 另外，《汉语指南》《支那语
集成》中开始用圈点标记声调，也是直接借鉴了日
本官话教材的做法。 由此可见，日帝统治时期韩国
的汉语会话书已打上了明显的“日本”烙印。
（四）当代韩国汉语会话书的体例编排
当代韩国汉语会话教材的体例编排大体上可
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综合型会话教材，主要以语法
结构的难易顺序来安排和组织课文，正文篇幅一般
在 20 课左右，通过每篇课文的“话题”创造会话情
境，课后附有词汇、语法或文化等知识内容的讲解，
将“结构”和“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训练了学习
者的口语交际能力， 又提高了他们的汉语水平；另
一类是特殊用途的会话技能训练教材，如《观光中
国语》《贸易中国语》《旅行者中国语》《生活中国语
会话》等，这些教材主要以交际功能为纲，按照不同
的交际目的来组织会话， 一般不讲或少讲语法知
识，目的是快速提高学习者的口语能力。
与前代相比，当代韩国汉语会话教材的明显变化
还表现在注音方面。 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汉
语教材大都已不再使用谚文注音或注音符号，采用了
汉语拼音方案，从而大大提高了注音的准确率。
四 14—20世纪韩国汉语会话书话题的嬗变
（一）李朝前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话题
李朝前期的汉语会话书《老乞大》，主要以几个
商人去北京进行经贸活动的时间顺序为线索编排
会话内容，全书 105 则对话涉及的话题项目主要有
68个［8］：
商人邂逅，汉语学习，学习目的，介绍老师，搭
伴同行，北京物价，商量住宿，谈论打算，谈论买卖，
谈论称谓，寒暄，买饭，结账，谈喂马，路遇强盗，饮
马，喂马，看房子，打水饮马，净水，上路，休息午饭，
谈论吃饭，到我家来，请求借宿，介绍伙伴，买米，放
马，替换看马，到路上，吃饭，喝酒，结账，找旅店，住
店，商量买卖、找老乡，问行情，问家里，介绍伙伴，
卖马，写契约，算牙税，毁契约，买羊，买缎子，买马
具，买弓箭，买碗，请客，准备过冬，射箭比赛，筵席，
看病，行乐，教育孩子，伙伴道理，奴婢道理，交朋
友，男儿的道理，穿着，败家子，买卖人参，买卖毛施
布，商量购物，算命，告辞。
以上话题大多是关于“路上旅行”“吃饭”“住宿”
“京城买卖”“见面”“辞行”等方面的交际功能，亦有
伦理道德教育以及算命等文化方面的话题，因为对
话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所以前后的话题往往有
重复。
《朴通事》中已没有特定的人物，教材的每一段
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话，内容却更为丰富，介绍
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全书 106则对话
涉及的话题十分广泛，从日常生活、外出旅游、社会
现象，到办公事务、应用写作，再到各种风俗等，几
乎无所不包。 具体话题项目不但有 “春游”“问候”
“看病”“购物”“下棋”“讨债”“猜谜”“学习”“洗澡”
“婚嫁”“育儿”“饭店”“珠宝”“丧事”“杂技”“摔跤”
“筵席”“约行”“脚钱”“典当”“喂马”“练马”“游戏”
“路遇”“接待”“种菜”“吃茶”“防蚊” 等日常生活方
面的；亦有“出差”“办案”“官司”“官人的生活”“赴
任”“离职”“告状”等公务方面的；还有“中秋月会”
“解夏之日”“听佛法”“打球摔跤”“打春塑牛”“午门
操马”“勾栏杂技”“北京城门”“普陀佛事”等汉民族
文化方面的。 《朴通事谚解》的 445 条注释中，有关
文化方面的注释就达 350 条 ［9］，这充分说明编纂者
对中国文化的重视。 除此以外，还有“写文书”“写房
契”“写状子”“写告子” 等应用写作方面的内容，说
明编著者对读写技能的注意。
（二）李朝后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话题
《华音启蒙》及其谚解也是以时间为主线，记述
了朝鲜使臣李氏赴京交接贡物的全过程。 涉及的话
题项目主要有 “路遇”“住店”“启程”“摆渡”“打尖”
“进城”“介绍上海”“洋行”“拜访”“核查贡物”“移交
朝贡”“回馆”“子母珠”等。 因话题的主人公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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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臣， 会话项目也相应地做了改变， 比如增加了
“拜访朝廷官员”“检查贡物”“交接贡物”和“回馆”
等话题，突出了“公务”方面的内容，十分符合人物
的身份。
其他会话书抄本的内容多围绕中朝边境贸易，
选取下层小商人生产生活或往来贩卖中的多个场
景，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会话，句子有长有短。
会话人物包括朝鲜商人与中国商人、朝鲜商人与客
店老板及伙计、朝鲜商人与车主及苦力等，主要话
题是 “见面聊天”“谈论买卖”“谈论年成”“问行情”
“讨价还价”“在路上”“吃饭”“住店”“喝茶”等。
李朝后期的汉语会话书， 大体继承了前期会
话书的实用性特点，但有些话题则更接近清末中
国的社会现实，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有的话
题涉及了 “两国的海上航线”“上海的繁荣”“计时
用的钟表”“洋行”“银号”“两国官人的生活与交
流”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
的新变化。
（三）日帝统治时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话题
日帝统治时期韩国的汉语会话书十分注重会
话或谈论的“标题”，在我们调查的 12 种汉语会话
书中，除《华语教范》外，其他会话书都对会话或谈
论的内容进行了概括，给各篇加上了题目，这种简
单明了的题目有利于初学者快速把握会话的要义，
是十分必要的。 《华语精选》和《中语大全》还采用了
整齐划一的四字标题形式，可见编者的用心。
日帝统治时期韩国的汉语会话书中，谈论的内
容基本上以日常应用会话为主，注重实用性，涉及
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常见的话题如“初见”“拜访”
“天气”“看病”“学习”“店铺”“饮食”“送行”“车船”
“问路”“贺年”等，几乎全是有关日常饮食起居等方
面的。 这时期的会话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出
现了一些有关下层百姓日常生活方面的话题，如多
次出现“田舍”“田家”“米面”“麦子”“庄稼”“土地问
答”等有关乡下风光或百姓生活等方面的话题；《汉
语指南》的“会话”部分，则围绕“开明”“爱国”等农家
的孩子，分别以“庄稼人的儿子”“晚晌”“田家”“孩子”
“鸡”“马牛”“懒惰的”“房子”“园子”“家里”“麦子”“稻
子”“秋景”“米面”“孝子”“母亲的心”“三子分家” 等为
题，描写了当时下层劳动者生产、生活、学习、情感等
各个方面，这些话题内容充分体现了汉语会话书的
实用主义教学意识。
此外， 因为此时的韩国处于日帝统治时期，汉
语教育乃至整个语言教育深受日本教育体制和教
育政策的影响和控制， 这一时期出现的汉语会话
书， 便与同期日本的汉语官话教材有着惊人的相
似。 比如汉语会话书中很多“谈论”的内容，都取自
日本同期的《官话指南》和《北京官话谈论新篇》，特
别是屡次模仿《官话指南》中“应对须知”和“使令通
话”的内容。 如《汉语独学》第十课至第十四课有关
“初见”或“拜访”的“连语（问答）”，大都直接参考了
《官话指南》 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会话部分；《支那
语大海》“第三篇”的“家庭会话”部分，在日本教材
《官话急就篇》的基础上加以扩展，亦有“临幼”“侍
老”“初见”“常会”“道喜”等内容；《汉语大成》长话
篇 40 课皆选自日本教材 《北京官话常言用例》，内
容几乎完全相同。 这些都在一方面说明当时日本官
话教材对韩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日本强占
朝鲜时推行的语言政策。
（四）当代韩国汉语会话书的话题
当代韩国的汉语会话书话题更为广泛，涉及了
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北京中国语会话》
“讲读篇”13 课，还集中编排了“中国简介”“中国文
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政治”“中国经济”
“中国地理”“中国科技”等内容，揭示了中国当代社
会的主要特征。
当代韩国汉语会话书的话题，在数量方面有了
一定的规范，一般初级会话教材的话题项目控制在
20 个左右，以培养学习者的兴趣；内容也体现了明
显的时代性和实用性特征，大多数都是与人们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你好”“打招呼”“自我介
绍”“现在几点”“今天几号”“去银行”“去换钱”“打
国际电话”“便利店”“送礼物”“旅行”“节日”“买东
西”“谈论天气”“医院”“饭馆”“食堂”等。
由于当代韩国的汉语教育主要以有组织有目
的的学校教育为主，所以有关学校生活方面的话题
增多，成为当代韩国会话书的另一个特色。 比如“开
学”“图书馆”“课间”“考试”“放暑假”“社团活动”“成
绩发表”“奖学金”“去中国留学”“回国” 等方面的话
题，在以前的汉语会话书中是很少出现的；在专门
针对大学生汉语学习和生活的会话书中，如《大学
中国语》《大学初级中国语》《大学中级中国语》等，
出现了 “我们是学生”“我们的学校”“学校大教室
小”“教室里有很多学生”“他说汉语说得很流利”
“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同学们在上汉语课”“请老师
介绍您的学习经验”“你做完练习了没有”“汉语越
学越有意思”等话题，甚至还有“求职”“应聘”“写报
告”“逃课”等话题项目，都带有很强的针对性。
总之，14—20 世纪韩国汉语会话书话题的变
化，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而且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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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 比如李朝时期的汉语会话
书中，出现了许多与“商贸”活动有关的话题，但前
期会话书中多见“马匹”和“丝绸”方面的话题，后期
会话书却多见关于“纸张”和“皮子”方面的词汇，还
出现了很多有关 “海上航线”“上海商业”“使臣对
话”等方面的话题；日帝统治时期的话题内容，不
再像李朝时期那样带有浓厚的商贸特色，生活性话
题增多，而且话题的独立性更强，出现了一些有关
“钱铺”“银行”“铁路”“钟表店”“电报局”“火轮车”
“洋衣铺”“新报”等方面的近代社会话题；当代则
出现了大量有关“学校学习生活”方面的话题，这
些会话主题的嬗变都具有重要的汉语史和社会史
研究价值。
五 14—20世纪韩国汉语会话书语言的嬗变
（一）李朝前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语言特点
李朝前期汉语会话书皆由司译院负责编写出
版，其语言是明代比较规范的官话口语。 学者们一
般认为，《老乞大》《朴通事》及其谚解的语言性质是
明代前期的北方官话，但其中也保留了一些元代的
特征，即“汉儿言语”的成分［10-11］。 “老朴”及其谚解中
的一些词， 如 “身己”“病疾”“年时”“根底”“照觑”
“上头”（表原因）、“那的”“省的”“定害”“疾快”“可
知”等，都是沿用了元代的词汇。 另外，《朴通事》在
语体上相对开放，不但出现了大量常言俗谚，甚至
有 “那厮”“狗骨头”“驴养下来的”“我敬他什么屁”
等粗话。
在 14 世纪到 18 世纪中叶的不断修订中，“老
朴”及其谚解诸版本之间的语言亦存在一定的差
异，李泰洙（2003）曾对《老乞大》四种版本之间的语
言差异做过较为详尽的研究。 比如古本《老乞大》中
频繁使用的一些旧有的词汇、 语法成分或语法格
式，“汉儿言语”“伴当”“大都”“帖落”“行货”“名听”
“暂霎儿”“拂绰”“觑”“时行”；副词“则”“怪杀”“底
似”；指示代词“兀那”“兀的”“阿的”；人称代词“俺”
“恁”；语气词“呵”；助词“也者”“有”；词尾“每”等，
在此后的诸版本中却罕见或少见用例 ［12］，这些在一
方面反映了北方口语的发展变化和明初官话的特
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李朝时期汉语教科书的语
言规范意识。
（二）李朝后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语言特点
李朝后期出现的大量手抄本会话书，因多用方
言俚语、俗字频见，语言形式上与前期会话书也有
了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些会话书的语言基础，便有
了“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的分歧［13-14］。 从语言角
度看，朝鲜后期会话书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更加口
语俗语化。 相对来说，前期会话书中有些内容涉及
上流社会的应酬之语， 尚带有一定的书面语风格；
而后期会话抄本的编纂者大都来自民间，对北方口
语特别是小生产者阶层的交际口语比较熟悉，几乎
全都是下层社会人们之间的会话，没有书面雕琢的
痕迹，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中的语言现实。 比如抄
本中罕见“您”或“您哪”的敬称形式；多称“阿哥”
“大哥”而少称“兄台”“老兄”；亦少见“先生”“尊”
“鄙”“劳驾”等谦敬词语等等。 那些往来中朝边境的
小商人虽然未必是正宗的京腔京调，但他们肯定十
分熟悉当地的百姓口语。 有些词语，如“底头”“那
候”“恼口/恼臭 /恼腐”“见光”“离胡/不离不胡”“替
另”“治不得”“对得边”“过不是”；语气词“咧”“否咧/
不咧”等，都带有明显的北方口语色彩，这些方言俗
语词的出现与会话书的编者（抄者）、教学性质与目
的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些会话
书的语言性质应该是北京官话，或者采用比较保守
的说法，是北方官话。 首先，从世界汉语教育史看，
19世纪中叶以来，各国都掀起了北京官话学习的热
潮，出现了很多北京官话教科书，一直强调语音“质
正”的朝鲜，自然会在寻求“标准音”的同时受到其
他国家教材的影响。 其次，从清末北京官话形成的
特殊性和复杂性看，除公认的北京话、东北方言和
河北方言之外，包括冀鲁官话、胶辽官话和中原官
话等在内的众多方言都对北京官话的形成产生过
不同程度的影响。 再次，明代官话特别是官话语音
并没有标准的音系 ［15］，北京官话与南京官话也并非
截然对立的，不管是域内北京官话文献，还是域外
北京官话教科书，也都不可避免地夹杂一些方言俚
语。 比如教材中常见的很多口语词，“不离”“打着”
“得 （了）”“底根儿”“顶”“短”“多咱”“二五眼”“该
当”“赶明儿”“搁”“管保”“光景”“逛”“归期/皈起”
“横竖”“伙计”“今儿个”“快当”“来着”“明儿个”
“弄”“瞧”“晌午”“稀松”“咱们”“早起”“张罗”“掌
柜的” 等等， 在同期域内外北京官话文献中亦多
见；大量的异形词和方言记音字的出现，如“底些
（下）”“赶 （敢） 自/子”“寡 （光）”“管包 （保）”“哈
（喝）”“记（吱）声儿”“讲主（究）”“离胡（谱）”“唎吧/
利巴/哩吧（力巴）”“挵古挵（拢共）”“平易/并一（便
宜）”“齐打胡哩”（齐打伙儿）“清（成）天家”“拾得
（掇）”“晚不（半）晌儿”“吸（饥）荒”“心（寻）思”“一
候（会）儿”“硬亮（朗）”“正尽（经）”“张挪（罗）”“增
（挣）”“昨乙（儿）个”等，则反映了北方方言口语中
语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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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帝统治时期韩国汉语会话书的语言特点
20世纪前期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中外交流日
益频繁的时期，亦处在汉语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转
折点上，这一时期韩国出现的大量汉语会话书，“北
京官话”的特征逐渐明朗起来，有的教材直接以“北
京官话”或“官话”命名，如《支那语大海》的副标题
是“北京官话”，《华语教范》的副标题是“官话”，《华
语精选》的副标题是“高等官话”等；《汉语大成》等
教材则在前言或正文中指明其“北京官话”教学的
性质。
日帝统治时期发现的 12 种汉语会话书， 皆为
北京官话口语教材。 虽然《满洲语自通》的作者在
序言中指出，这是为学习“满洲语”即“山东方言”
而编写的教材，但从该书语言特点特别是词汇特征
看， 与其他的北京官话教材并无太多的差异。 与
《满洲语自通》几乎同时的日本教材《速效满洲语
说法》中，作者就深刻认识到这种 “满洲语 ”的特
点：“在‘满洲国’一般使用的语言叫‘满洲语’，因
为与在中华民国使用的‘支那语’即标准语大同小
异，所以‘满洲语’也是‘支那语’。 ”［16］这些会话书
中多见的一些词语，如“打价儿”“打哈哈”“几儿”
“尽自”“竟”“就得 （了）”“可惜了儿”“遛达”“末末
了儿”“所 （副词）”“头一趟”“通共”“闲在”“小绺”
“指着”“自各儿”等，是清末民初北京官话口语中
的常用词语，具有重要的汉语史研究价值；有些会
话书中也夹杂了一些北方口语俗语，如“多会儿”
“吃烟”“找脑”“搪托”“看误”“擤鼻涕”等，为近代
北方方言研究、汉语发展史研究等提供了很有价值
的语料。
另外，还出现了很多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的新词
新语。 如“电气车”“火轮船”“火轮车”“机脚车”“脚
踏车”“火车头”“咖啡”“洋行”“当铺”“钱铺”“博览
会”“名片”“寒暑表”“刷牙子”“洋伞”“电气灯”“荷
兰水”“麦酒/皮酒”“名片”“电信局”“邮便局”“电报”
“新闻纸”“天线”“收音机”“扑克牌”“赛马”“柯达”
等，这些词语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
流下中国的社会变化，为近代汉语新词研究提供了
宝贵的例证。
（四）当代韩国汉语会话书的语言特点
当代韩国的汉语会话书，大约从 20 世纪 60 年
代开始，就确定了“标准中国语”的教学原则，此后
会话书的语言性质大多为“现代汉语普通话”。 《中
国语会话册》还在课后注释中特别注明“普通话=汉
语”。 在借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的基础上，当代韩国
汉语会话书从注音、词汇和语法等各方面都做了较
大的改变，汉语教材日益有序化、科学化。
当然，当代韩国的汉语会话教材也存在一定的
不足，比如语言教学内容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初级
会话教材偏多，高级教材偏少，导致词汇量不足；特
殊目的教育的会话教材偏少；语音经常存在拼写或
声调的错误； 汉字方面有很多繁体字和旧字形，甚
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些教材中仍使用繁体字教
学；词汇方面也存在翻译、释义或使用上的错误；过
多使用母语；语体使用不当等等，这也是目前韩国
教材亟须改进的地方。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韩国汉语会话书语言上的
变化，我们特选择了“汉语学习”这一话题项目，将
各阶段一些典型教材的相似内容列表如下：
古本《老乞大》
14 世纪末—15 世纪初
恁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得好有？
俺汉儿人［ ］（上）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小汉儿言语省的有。
你谁根底［ ］（学）文书来？
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
你学甚么文书来？
读《论语》《孟子》《小学》。
《老乞大新释》
1761 年
你却是朝鲜人，怎么能说我们的官话呢？
我在中国人根（跟）前学文书来着，所以些须知道官话。
你跟着谁学书来着？
我在中国人学堂里学书来着。
你学的是甚么书？
我曾念的是《论语》《孟子》《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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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韩国汉语会话书在 600 多年
的汉语教育史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从词汇方面
看，“高丽—朝鲜”“汉儿—中国人”的变化，反映了
中朝两国历史的变迁；而助词“有”的消失，语气词
“哪”“呀”“嘛” 等的出现和灵活使用，“来—来着”
“眼前—眼面前儿”“俺—我”“恁—你—你纳—您”
等词语的变化，则为汉语史研究、北京官话词汇史
研究乃至近代方言词汇研究等提供了真实可靠的
语料；“汉儿言语—官话—汉话/中国话—中国话”等
称呼的更替， 一方面反映了汉语通语的发展变化，
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探讨这些会话书语言性质提供
了宝贵的参考。
由此可见，14—20 世纪韩国汉语会话书的编
纂者，以谨慎的态度和科学的眼光，根据时代和汉
语的动态变化及时修订其语音、 词汇和语法诸方
面，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而这些汉语会话书的语
言， 则反映了汉语口语从元代到现代的发展变化
情况， 为汉语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和现代汉语的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 而且，这些会话教材所体现
出的南京官话、 东北官话以及北京官话的若干特
点，则为汉语官话研究、方言发展史研究等提供了
一定的参考。
六 结语
14至 20世纪， 韩国汉语会话教材经历了很大
的发展变化：从李朝时期《老乞大》《朴通事》的教材
霸主地位， 到当代韩国百余种汉语会话教材的出
现，韩国的教材日益多样化、科学化和系统化；从李
朝时期主要以商贸会话教材为主，到当代综合型教
材和专门型教材的共同发展，韩国的教材类型日益
丰富，水平等级也日趋完善；从李朝时期通篇以会
话为主的功能型教材，到当代韩国的功能型、结构
型和文化型教材的全面繁荣，韩国教材的结构类型
亦日趋科学；从李朝时期“谚解”模式的开创，到日
帝统治时期“词语—短句—会话—谈论”模式的建
立，成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翻译法”和“循序渐进”原
则运用的典范；而 14 至 20 世纪韩国汉语会话书话
题项目和内容上的变化，则体现了明显的“实用主
义”教学策略。 因此，韩国汉语会话书600 多年的发
展变化，可为韩国教育史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研
究以及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一定的参考借
鉴。另一方面，14至 20世纪韩国汉语会话书语言上
《汉语》
19 世纪末
你要话熟么，只在眼前别怕害羞罢。
站站说官话，一日比一日强。
听时容易说时难。 凡事都这样。 看着别人说不很难，到自己身上说才知不容易了。
甚么话？ 论才能别人都赶不上你。
你会了几句话？
只会眼前的话。
《华音启蒙谚解》
1883
你们老爷们怎么会说官话么？
我是长来长往的，刚懂得几句眼前的话儿。
《支那语集成》
1921
阿哥，你的汉话是什么空儿学的？ 声儿说得好，而且又明白。
啊，承你纳的过奖，我的汉话算什么呢。 我有一个朋友中国话说得很好，又清楚又快，没有一点儿满
音，很熟练哪。 不但这个，而且记得话儿也多，那才可以算的起是好呢。
《官话丛集》
1924
您的中国话是怎么学的？
不过是散学的，没正经学过。
散学的能说得这么好，您实在是天分高。
过奖了。
《中国语会话册》
1975
你学了几年的中国话？
我才学了半年。
嚄，你说得很不错呀。
过奖过奖，只会说眼面前儿的。
老实说，口音很正确。
有几个音总是没有把握。
急什么？ 慢慢儿来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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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吃李牧举起斧 ，砍落黑答麻飞仙落马 。
（《秦併六国平话》卷上）
这类句子同本文之前所举的有主语的 “零被
句”一样，隐含着由于某人的疏忽或对于客观情况
的无奈等意义，因此，这里的“被”具有某种程度上
的“使让”或“致使”的意义色彩。 冯春田将这类句子
归为“被字被动句”似有不妥 ［5］，因为这类句子中的
“被”并不表被动，将它们归为“被”表使让的零被句
似乎更合理一点。
3.“被”表原因的句子（大多为 R2结构）。 如：
（24）正说着，被西门庆咳嗽了一声，雪娥就往
厨房里去了。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二十三回）
（25）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新从东路州来，
带一人到此，那厮姓蒋名忠……因此来夺小弟的道
路。 （施耐庵《水浒全传》第二十九回）
在这类句子中，两分句之间有因果关系，而含
“被” 的分句往往处于原因分句的地位， 由此导致
“被”带有表原因的意义。 但不能将“被”换成“因
为”，若换成了“因为”，则否认了句外隐含的不幸者
的存在。
零被句是一种特殊的“被”字句，它兴起于唐宋
时期，在元明时期大量使用，清代以后，书面语中的
零被句迅速减少，有学者称其为“短命的句式”。 关
于零被句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其中，有学者认为
它是金元时期因外族语言渗透，在元大都一带形成
的。 这种说法由于唐宋时期作品中大量零被句的存
在明显站不住脚。 在零被句产生时期大多出现在以
南方方言写作的作品中，如唐宋时期见例最多的《朱
子语类》，很多方言词语至今仍在闽方言中使用。 元
明时期的零被句也主要集中于中南部方言写作的书
籍中。 而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南方方言依然有零被句
的遗留。 因此，我们不妨做出大胆推测，零被句就是
一种方言句式，后由于文化的传播，在各种作品中多
有出现，而最终在书面语中消失的同时，又通过方言
保留了一部分。 当然，这只是推测，零被句的起源及
其具体发展过程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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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变化，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
事实，而且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语特别是官话口语
600年以来的演变轨迹，成为汉语史、方言史及官话
研究的宝贵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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